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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 
 

两岸语言的离与合 
 

记者   怡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刁晏斌 
 

  “南味普通话”的形成  
  记者：前不久有一位朋友从加拿大回来，他说公司里的华人是以台湾普通话交流的，但有一

些并不是台湾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普通话有点老土，还有可能会听不懂。四川人的普通话，

东北人的普通话，都不会像这样被区分开来，而台湾普通话好像已经被作为另一种“普通话”来

看待了。 
  刁晏斌：这个情况可能会存在，因为海外华语社区通行的，大致都是这种“南味普通话”，

而不是我们所习惯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其实，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普通话只是一种理想的东西，

实际存在并用于交际的，基本都是“地方普通话”，即介于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

如你所提到的四川人的普通话，东北人的普通话，都是这样的“地方普通话”。它们因为都不同

程度地掺杂进一些方言因素，所以听起来自然有所不同。其实你所说的台湾普通话，也可以认为

是一种“地方普通话”。 
  记者：那么台湾普通话和普通话到底有多么不一样呢？ 
  刁晏斌：差别是有的。比如在语音方面，台湾普通话基本没有平、翘舌之分，这是比较重要

的一个差别；此外像轻声和儿化比较多是普通话很重要的特点之一，而台湾普通话却很少有；此

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字词的读音，比如台湾的“垃圾”以及连词“和”的读音就与大陆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并不单一，但重要的一点是， 1945 年台湾光复之后，国
民党开始在那里大力推广“国语”，而那时推广的“国语”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语，它的

语音与今天的普通话有不小的差异。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可能看过一些那个年代的电影，

比如《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等，我们听电影中人物说话的腔调，会觉得很不习惯，尤其是

女声，听上去娇滴滴、慢悠悠的，“戏味”十足，据有的老人家说，当时人说“国语”（特别是女

性），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另外，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受到当时推广“国语”

的人口音的影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看，当时在台湾推广“国语”的人主要是南方籍的。 
  台湾的“国语”发音实际上受江浙音的影响比较大，一个原因是江浙地区是当时中国经济、

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江浙腔”“国语”具有明显的强势性，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港台腔”

一样，也是借助于当地发达的经济、文化而“北上”影响全国的。此外，这一现象背后也有政治

方面的原因：比如到了台湾的国民党高官，包括蒋氏父子在内有很多都是江浙人，他们的“地方

国语”当然也会对当地的语音产生一定影响。 
  有两个日本学者曾经写过一本书，对台湾“国语”作过一些描述，比如形容它很“软”，女

性化特征明显，音色柔软优雅，象征着富裕贵气雍容；相比较而言，大陆普通话则是自然、实在、

苍劲，让人想起北方原野的辽阔。 
  记者：当时在台湾地区推广的“国语”是在什么基础上形成的？ 
  刁晏斌：当然是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孔子时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有所谓“雅

言”了，也就是当时在较大范围内通用的语言，比如春秋战国之际，各国不断地合纵连横，外交

活动频繁，使用的就是这样的通用语。后来，又有“通语”及“四方通语”等不同名称，所指内

容基本相同。到了明代及以后，主要使用“官话”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官员们使用的话语，而“国

语”则是清末从日本借来的叫法，义指一个国家的通用语，它的通行大致是“五四”以后的事情。 
  记者：台湾地区的“国语”是否也受到闽粤方言和日本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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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晏斌：是的。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语音，也就是口语，它和普通话相比有不少差异。台湾

在光复之前被日本占领了 50 年，日本统治者在当地不遗余力地推广日语，其结果是到日据时代
的末期，台湾人大都不会说“国语”，也不会说方言，大家基本上都说日语，甚至连一般的书信

也是用日语写的。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很多强制性措施，大力推广“国语”，前后只

用了十几年，即到了上世纪 60年代初，基本上就在台湾普及了“国语”，使得大多数台湾民众都
能说能用，这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正因为有 50 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史，以及日语的推广
史，所以在台湾“国语”中，就有很多日语痕迹，包括日语的借词以及一些受日语影响的语法形

式等。 
  就台湾的移民历史看，多数人都是不同时期从闽南地区迁徙过去的，所以一直到今天，闽南

话还是台湾地区最主要的方言，很多人都在使用。因此，闽南话对台湾“国语”的影响很大，这

些影响主要不是在语音，而是在词汇和语法上。 
  “喜新厌旧”推动互渗  
  记者：台湾“国语”对普通话的渗透方式和大陆地区各方言对普通话的渗透方式有什么不同

吗？ 
  刁晏斌：我想首先要明确一点，台湾“国语”和方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性质不同的两

个事物。现在的社会语言学以及两岸四地的现代汉语对比研究中，人们经常会用到言语社区的概

念。简而言之，全世界所有说汉语的地区，构成了一个大的汉语社区，这个言语大社区内，可以

按地域以及社会等因素划分为若干个子社区，比如台湾就是一个汉语子社区，大陆同样也是一个

汉语子社区，香港、澳门、新加坡等，也都是这样的言语子社区。不同的子社区之间，总会有或

大或小的差异，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大陆普通话与台湾“国语”的不同、内地与港澳之间的不同，

都属于这样的差异，而它们也是上述划分能够成立的依据。 
  按一般的理解和表述，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你提到的方言和普通话，是大陆言语子

社区内部使用范围有大小之别的两种不同语言形式。 
  既然台湾“国语”并非一种方言，它和方言对普通话的渗透方式肯定会有所不同，我们从普

通话的吸收和引进角度进行讨论，可能更准确、更符合实际。 
  以词汇为例，普通话吸收方言词汇，通常是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吸收普通话中没有的，具有

表现力的方言元素，比如说“忽悠”这个词来自东北方言，普通话中很难找出一个词来替代它，

这样它也就有了进入普通话的理由；第二是虽然已有某一词语，但是相对来说不如方言中的同义

或近义词语生动、传神、形象，也趋向于引进、吸收。就当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来看，本阶段从方

言直接吸收进来的词语并不是很多。 
  就目前所知，新时期以来，普通话吸收台湾“国语”词语的数量比较多，上述两条取舍标准

虽然也起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不符合这两条，也并不一定就不吸收。我们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本来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原来也有同义词，比如“观念”，后来常用“理念”来替代，后者就是

台湾常用的，而它又是台湾“国语”从日语中引进的。类似的还有“愿景”、“福祉”等。再如我

们以前常用的“集体主义精神”，现在经常会被“团队精神”取代。 
  这个差别的形成是有背景的，大的背景就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引进，引进

外国和台港澳地区的事物。一般认为，对当今普通话影响最大的是台湾“国语”，背后有两个重

要的原因，其一是经济原因，其二是文化原因。经济、文化的影响走向基本上都是由高向低，在

改革开放之初，很长时间内的客观事实是，在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上，台湾高，大陆低。处于低

端，必然要受高端更多的影响，就像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单凭英国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主要还是美国经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所致。上世纪 80 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化在东南亚是有
很大影响的，就中国大陆而言，一首又一首校园歌曲广为传唱，琼瑶小说及改编影视剧掀起阵阵

热潮，台湾电影如《妈妈再爱我一次》《搭错车》等也赚足了人们的眼泪，大量台湾电视剧更是

风靡一时。后来有所谓的“哈韩”、“哈日”，其实在此之前，大陆的少男少女以至于很多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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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经是“哈台”一族。在这些文化冲击波持续不断的影响下，不但很多词语被引进，甚至连“台

湾腔”都被模仿，以至于成为一种时髦。 
  记者：我由您谈到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的代换想到，这种词汇的代换是否和台湾“国

语”词汇文化色彩比较浓有关？ 
  刁晏斌：个别词汇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人们引进台湾词语更多还是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表

达方式，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语言之所以会发展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就是

语言使用者的“喜新厌旧”心理。一般情况下，一种表达方式用久了，人们就会觉得没意思、太

普通了，就会试图求新、求异、求变。除了自我创造新词语外，引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海

峡两岸本为一家，台湾“国语”和普通话都是用汉字书写记录的，说起来也差不多，人们接受起

来自然也没有什么障碍，所以这样的引进是非常顺畅自然的。 
  记者：除了青少年看漫画、听流行歌曲等受到的影响，台湾“国语”在其他层面影响也很大

吗？ 
  刁晏斌：这种影响确实不仅仅限于民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有一个典型的例

子，这就是“愿景”。2006 年，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来大陆访问，中央领导在接见时用到了台湾
常用的“愿景”一词。此时，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已经定稿，就在开印之前，临时加
上了这个词，当时多家媒体对此都有报道。此外，像前边提到的“福祉”也是多用于官方而非民

间。 
  从殊途到同归  
  记者：台湾“国语”是不是也直接受益于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刁晏斌：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通常会提到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即切音字运

动、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真正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五四”时期的白话

文运动，所以现在有很多学者趋向于认为现代汉语始于“五四”时期。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你

的问题应该是想说，今天的台湾“国语”与大陆相比，离那个时代更近一些、相似度更高一些。

的确是这样的，并且这样表述可能更恰当一些。台湾“国语”实际上是更多地保留了那个时代的、

在研究中我称之为早期现代汉语的元素，而大陆则有了更多的发展变化。 
  比如，一般认为台湾“国语”“古旧色彩”比较浓重，表现为更多地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很多

文言词语，像台湾人随口就可以说出“含饴弄孙”，而在大陆口语里几乎从来不用。类似这样的

古词古语在早期现代汉语中用得就比较多。词语之外，也包括一些语法上与普通话不太一样的形

式，比如我们一般说“把笔放在桌子上”，写出来也是如此，而他们有时会说“放笔在桌子上”，

写出来更是经常如此，这其实也反映了早期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为什么台湾“国语”更多地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一方面，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广的

就是那个时代的语言，用的自然就是那个时代的词汇或句子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文化继

承方面的差异。这个问题一度曾经比较敏感，似乎不太好说，而现在人们一般也不太避讳说出来

了。龙应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很注重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维护，上个

世纪末我第一次到台湾，曾有台湾朋友对我说，他们四十年来一直在进行一个运动，这就是中华

文化复兴运动。传统语言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一般也不太会去刻

意地作比较大的改变。也有研究者提到，国民党的当权阶层基本上也持一种趋于保守的文化思想，

这也会对台湾维持“国语”的旧有面貌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记者：大陆语言和台湾语言差异的形成还有哪些历史原因？ 
  刁晏斌：大陆和台湾最初都使用“国语”，从什么时候开始趋向分化，一种想当然的看法是

从 1949 年，即新中国建立、国民党到台湾开始，这是很表面的看法。我们的观点是，从有国共
政权分立的时候开始的，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 1924年至 1927年，当时中国大地
上出现了红色政权，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根据地，需要发布文告、出版报纸杂志、编写教材等，面

临着语言选择的问题。最终的选择结果，是向大众口语靠拢，并由此而初步地与“国统区”所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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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国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制度层
面、政策层面明确强调文艺要大众化，当然也包括语言的大众化，可以说是对上述语言倾向的进

一步固化和强化。 
  前边提到的两个日本学者对当今普通话的概括是，它比较通俗化、口语化，还有一定程度的

政治化、军事化（即指用大量的军事词汇来表述日常的动作、行为），以及数字化（比如“五讲

四美三热爱”之类）。 
  记者：从向世界传播的层面怎样来看我们汉语的内部差异？ 
  刁晏斌：从语音听感上，台湾更具有江南水乡的灵秀柔美，而普通话更像北方的名山大川，

更具有阳刚之气、威武之貌，所以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如果打比方的话，一个是婉约派，一个是

豪放派，很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但是从对传统语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角

度，我们可以客观地说，台湾保留传统语言的因素更多一些，离早期现代汉语更近一些，而我们

大陆走得更远一些。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还有些变化：前边提到，“国语”里的“愿景”、“福祉”又

经由台湾“国语”回到普通话中，并成为普通话的常用词，实际上就是这一变化的直接体现。我

们的经济不断发展，文化也在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或追求就是回归传统，包括语言上的

回归，由此而“找回”了很多传统的形式和用法，不管是借助台湾引进，还是直接恢复，总之有

好多原来和“国语”有差异的部分，现在差异在缩小。研究这个题目通常都会提到差异与融合，

因为存在的不仅仅是差异，还有化异为同的融合。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是以差异为主，到今天通

过引进，把一些台湾的语言形式变成两岸共有的，就是融合的一个方面。随着大陆经济地位不断

提高，以及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台湾从大陆引进的语言形式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是真正的双

向交流。 
  记者：大陆的语言今天是如何影响台湾的？会通过哪些渠道产生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刁晏斌：引进渠道是比较多元的。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台湾当局向民众开放大陆旅行
时，为了便于沟通与交流，就曾编写过一些两岸对照手册之类，这虽然不是对大陆词语的直接引

进，但却是了解的开始，也可以说是后来某些大陆词语进入台湾的一个基础。此后，随着两地交

往的持续升温，台湾地区编写或修订的一些词典，比如最有名的《国语辞典》，都收入了数量不

等，但从总体上说是越来越多的大陆词语。就像《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愿景”，表明它已经

取得了普通话的“词籍”一样，一些大陆特有词语进入台湾的一些工具书，同样也表明它已经在

海峡对岸落地生根了。现在，这样的词语越来越多，比如台湾把方便面叫“速食面”，而现在“方

便面”也成为一个民众比较熟悉的指称形式了。其他再如“倒爷”、“领导班子”、“好人好事”、“说

法”、“保底”、“保洁”、“名优”等，他们也都吸纳了。 
  以上是工具书方面的情况，至于媒体方面，我最近刚做完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四地

若干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现象研究”，我们搜集了大量台湾的报纸语料，看到他们也会引用很多

大陆的报道，这样就有可能把大陆的说法直接引用过去，比如“被某某”这个表达方式在大陆非

常流行，而台湾报纸中有一个报道，引用了一位大陆官员的讲话，其中就用了一个“被慈善”，

从而使它“登陆”台湾。一般情况下，通常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是引用或直接照搬，然后如果觉

得它新鲜、有意思，就有可能开始模仿性地使用，再进一步就是类推性地使用，而到了类推阶段

就有了能产性，此时大致就成为两岸共同的表达形式了。 
  关于两地人们对引进词语的态度，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例子，涉及到人名翻译。比如前不

久去世的美国苹果公司乔布斯，这是大陆的译名，而在台湾翻译成“贾伯斯”。有台湾网友发帖

说，大陆翻译成乔布斯多土，而大陆网友跟帖说，台湾翻译成“假博士”多没文化。像这样的“斗

嘴”当然没有多少客观性，但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地民众站在不同立场上对对方语言的

价值评判。 
  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接受和引进与否，人们更多地还是考虑到实用性和适用性，前边说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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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是如此。与此相反的一个例子是动词“搞”，它在大陆使用频率相当高，如“搞经济”、“搞

对象”，这是台湾地区据我所知也包括其他汉语子社区的人很有意见的一个词，我看过和听过不

少对它的批评，大致是说它非常粗俗，因而不应登大雅之堂。此外还有一个是“抓”大致也是如

此，“抓工作”、“抓成绩”，什么事情都可以“抓”，他们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在这样的认知下，

这两个词就比较难以真正成为对方的常用词。 


